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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以量化形式来进行（如：Y = a + b1X1 + b2X2 + ……�Y = X1/X2�Y = X1×X2，等；其中 Y、X1、X2

等都是以量化的方式明确界定过的概念）。

第二，客观（外在）化。所谓客观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由于概念和陈述都已经以量化的方

式加以表示，从而使得无论是概念所指涉的现象还是陈述所揭示的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都成为一种

可精确加以观察或测量的对象，量化研究所使用的概念和形成的陈述都必然具有较高的客观确定性；另

一方面，量化研究同时也必然侧重于把研究对象中那些可以客观测量的方面给揭示出来，而有意或无意

地忽略那些无法客观测量的方面。这种能够客观观察到的东西，主要是能够重复被观察到的事物的各种

外部特征（据此我们可以理解涂尔干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中为什么坚持要求社会学家必须首

先观察研究对象的外在特征而非内在特征，因为后者难以被客观地观察到）。侧重于揭示和描述研究对

象的那些可以客观观察的外在方面，是实证性量化研究的重要特点。

第三，普适化。因为量化研究主要测量和观察的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那些外部特

征，其测量或观察结果具有较高的客观确定性，观察者的主观意志对观察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或者说

可控程度相对较高），因此，人们便可以开发出一些方法（如问卷调查等）来同时使用大量人员批量进

行一些标准化的观察和分析。这样它也就非常适合于用来对事物的一般性状况、发展趋势以及相互关系

进行相对精确的数量化描述和分析，从而使得其对事物状况、趋势和相互关系所做的陈述具有较高的普

适性。

上述特点被视为实证性量化研究的优点。由于这样一些特点或优点，实证性量化社会研究模式与自

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等一类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非常接近，因而其成果也经常被视为最符合

科学标准的学术成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坚持社会研究之科学立场的人往往坚持将实证性量化研究作

为自己研究工作基本模式的主要原因。

但是实证性量化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局限。关于量化研究的局限，人们已经有过很多探讨，其中最

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局限就是：在探索社会现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尽管统计学家们做了很

多努力，但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其实只可能形成对社会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判断，而不能形成对社会

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

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是社会学诞生之后，社会学家们最早尝试采用量化分析方法来对社会现

象进行探讨的著作之一。尽管和今天相比，涂尔干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还非常简

陋，但其基本原理和今天的量化分析方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以这本书为样本，来探讨量化分析

方法的局限。

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以他倡导的比较分析方法（主要是共变法）原理为据，借助当时的统

计分析技术，对自杀率这种社会现象（或变量）与可能影响自杀率的各种社会现象（或变量）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细致的分析，涂尔干发现，像精神失常、种族特质和遗传、模仿心理等生理或心

理因素。以及气候、气温等天象因素与自杀率之间均不存在共变关系；与三种不同的自杀类型（利己型、

利他型、失范型）存在共变关系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的整合程度（整合不足、整合过度或社会失序）。例

如，当涂尔干在解释为什么新教徒的自杀率常常高于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时，他依照共变法原理比较了

各种教徒人口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大小、各教派教义对待自杀的态度以及各教派团体对其内部成员的

约束（或整合）程度等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可能作用。结果发现，前两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都不存在严格

的共变关系（新教徒比率小的地方自杀率依然很高，新教和天主教教义对自杀都持相同的排斥态度），

只有内部约束（整合）程度这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有较严格的共变关系（利己型自杀率低的教派团体

内部整合程度较高，反之亦然）。因此，涂尔干得出了影响自杀率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的整合程度这一结

论，并由此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自杀，本质上都是由某种社会原因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至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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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促发自杀行为的导火索，而非导致自杀行为的根本因素。

然而，正像后来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像涂尔干这样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自杀现象存在某些难以

解决的问题，即：他们通过统计分析所发现的自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种共变关

系，或者用今天大家更为习惯的术语来说，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虽然比较严格的相关关

系会使人想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但休谟等人的讨论早已表明，从逻辑上说，单是严格的相

关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拥有相关关系的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

然科学中，科学研究的实践都已经表明，人们不可能只是根据两个现象之间具有相关性（或者具有共变

性），再加上发现两个变量之间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就断定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要想判断具有相关

性的两个变量之间是否真的具有因果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对它们之间的因果机制做出解释。

那么，因果机制解释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考察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有的因果机制解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解释的实质内容就是用更低层次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由这些成分构

成的高层次整体的变化。比如，用细胞的运动来解释我们器官或者肌肉组织的变化，它的新陈代谢、它

的存活和死亡；用我们的器官或者组成我们身体的生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我们整个人的机体

的生存和变化；用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去解释分子的运动；等等。这些都是因果机制解释。

将因果机制解释原理运用到涂尔干的自杀研究案例中，就意味着，当我们像涂尔干那样通过统计分

析发现了自杀率和社会整合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之后，为了判断它们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

因果关系，我们就应该将观察和分析的层次从自杀率和社会整合程度这两种宏观现象层面下降到更微

观的现象层面，用构成这两个宏观现象的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对这两个宏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状

况进行解释。由于各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个体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构建出来的，个体行动

者是构成各种宏观社会现象的终极性结构成分，因此，所谓用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

作用来解释宏观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来解释宏观社

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就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做的研究来说，就是要从个体自杀者的行动和

互动中来考察团体约束或整合程度与自杀率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着因果机制。换句话说，要想确认社会

整合程度与自杀率这两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之间确有因果上的联系，就必须要有统计数据之外的证据。

这个证据就是因果机制分析，就是对个体的行动和互动进行分析。而这首先又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对

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和互动过程进行观察，以获得进行这种因果机制解释所必需的经验材料。

但涂尔干并没有这样做。由于涂尔干等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坚持否定有关自杀者个体行动及

其动机一类的资料在分析和解释自杀率变化时所具有的关键性价值，因而他们在分析自杀率与其他变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当他们需要去确认被发现具有相关关系的

两个变量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例如，当

涂尔干试图确认或解释为什么利己型自杀率低的教派团体内部整合程度较高这一现象时，他只能依据

一些常识性的推论（如“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作出的让步越大，它主宰生活的力量就越小，它的

聚合力和生命力就越弱”等）最后得出结论：“新教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像天主教结合得那样紧

密。”[10]（P115）同样，当涂尔干在解释为什么随着离婚率的上升，丈夫的自杀率常常要高于妻子的自杀
率时，他也主要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比如：离婚使丈夫所依赖的心理平衡与宁静被打乱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使人不能满足所得之物的不安心理；相反，离婚却减轻了妻子由于婚姻关系约束而遭受

的压迫和痛苦等）[10]（P231-232），而不是通过对成为自杀者的离婚丈夫或离婚妻子意向活动的实际考
察来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这其实是几乎所有以统计分析等实证主义方法来对事物之间的因

果关系进行分析的研究模式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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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社会学的因果分析及其局限

回顾韦伯所构思的理解社会学或诠释社会学，我们就会意识到，韦伯构思的这套社会学研究路径

正是试图为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一套有效的因果机制分析模式。

众所周知，韦伯认为，“社会”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名称，一个用来标识无数个个体

行动集合的名称而已。凡被涂尔干认为是独立于、外在于个体的那些社会现实，像国家、团体、封建主义

等等，在韦伯看来本质上都只是无数个体行动的一种集合，只是标志着一定类型的人类互动，是个体行

动和互动的效果而已。所以，在韦伯看来，要想理解社会现实，或涂尔干所说的任一团体现象，就必须把

它还原为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了社会现实的那些个体的行为，通过把握他们在行动时赋予的主观意义

去理解这些行动以及作为这些行动之后果的那些社会现实。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这些概念所表示

的现象毫无例外地变成（或还原为）参与了建构这些社会现实的个人行动。因此，在韦伯看来，把各种

社会现象还原为可以理解的个体行动是社会学的首要任务。而要理解个体行动就要深入到行动者的意

义世界里去，通过把握行动者在行动时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来达到对行动的理解。韦伯指出，人类

个体的行动跟自然界物体运动的最大差别就是：自然物体的运动是无意识的，而人类个体的行动则是在

特定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的。所以，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时，只能从外部去观察自然界

的运动，并用所观察到的自然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去解释它们的运动变化。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社会现

实时会比自然科学家多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运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行动者，具体说，就是去理

解行动者在行动时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通过对主观意义的理解来解释行动者的行动以及作为个

人或无数人行动之后果的那些社会现象。因此，韦伯认为：“我们可以完成某些在自然科学中永远无法达

成的东西，即对参与其中的个人能够‘理解’其行动的主观意义……自然科学由于受限于追求客体及事

件中因果一致性的法则，并应用这些法则来‘解释’个别事实，便做不到这点。我们并不能‘理解’细胞的

行为，而只能观察那些有关的功能和以这些通则来确认其运作过程。”[11]（P36）因此，主观意义的理解
仍是社会学知识的根本特质 [11]（P37）。

所以，从韦伯的观点来看，解释就意味着能够掌握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义或行为动机与他的行动及

其后果之间的联系。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是在特定行动动机或主观意义的引导下进行的，遵循涂尔干

的方法论原则——从外部特征来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看上去非常相似的一些行动，促使其得以发
生和进行的行动动机或主观意义完全可能不同，因而其社会性质应该就不同（如同样是在进行数字计

算的两个行动者，一个可能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另一个则可能是在计算营业收入；以同样的工具和方式

在伐木的两个行动者，一个可能是在从事家务劳动，另一个则可能是在从事雇佣劳动；等等）。因此，只

有把握了行动者从事某项行动的动机或主观意义，我们才能够解释这项行动，解释作为许多个人行动之

后果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社会科学里面的因果机制解释，即用个体行动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作

用去解释由个体所组成的那些宏观的社会现象。通过这种解释我们才能够发现社会现象形成和变化的

具体原因。

从韦伯对理解过程的立场来看，要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只能靠理解，而不能从外

部对行动进行观察。从外部观察难以观察到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只有通过访谈等途径深入到行动者的

意义世界，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行动。理解而非外部观察，才是我们获得研究资料的主要途径。

韦伯认为，理解有两种基本途径。首先是理性的途径，适用于把握其主观意义就能够通过我们的理

智而清楚地加以理解的行动；其次是拟情式的再体验，适用于那些由非理性的情感动机所推动并且可以

完全感性地再体验当事者所经历之情感关联的行动，如焦虑、愤怒、悲伤、喜悦等。除此之外，理解也有

两个层次。首先是直接观察的理解。例如，“当我们听到或看到 2×2=4 这个命题时，我们能借着直接观
察而理解它的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表情所显示的愤怒、暴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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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观察之理解。我们也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式了解伐木者

的行动，或者某人伸手关门或用枪瞄准动物之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之理解”[11]（P25）。其次是
解释性的理解。例如，“当我们根据‘动机’来理解一个行动者陈述或写下 2×2=4 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
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做。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账或做科学论证，或者

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于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时，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

络”[11]（P26）
。综合韦伯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其实是提出了一种和涂尔干等实证主义者非常不同的关

于社会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因果解释模型。仿照涂尔干的表述，对于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内的

所有持实在论立场的学者来说，因果解释的基本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一种客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

原因只能用另一种客观现象来加以解释。用公式来表示即：

一种客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 = 另一种/几种客观现象

对于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内的所有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来说，因果解释的基本原则可以

简单地表述如下：一种（可直接观察的）客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只能用另一种或几种（可直接观察

的）客观现象来加以解释。用公式来表示即：

一种（可直接观察的）客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 = 另一种/几种（可直接观察的）客
观现象

对于涂尔干一类不仅持实证主义，而且还持所谓“社会学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来说，因果解释的基本

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一种（可直接观察的）社会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只能用另一种（可直接观察

的）社会现象来加以解释。用公式来表示即：

一种（可直接观察的）社会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 = 另一种/几种（可直接观察的）社
会现象

而对于韦伯一类持理解社会学立场的学者来说，因果解释的基本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一种社会现

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只能用行动者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行动者的行动动机）来加以解释。用

公式来表示即：

一种社会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 = 行动者赋予建构这一社会现象的行动之上的主观意
义（或动机）

换句话说，对于韦伯一类的理解社会学家而言，一种社会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不能到其他社会

现象当中去寻找（当然更不能到一些自然现象中去寻找），而只能到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这一社会现象

的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动机中去寻找。毋庸置疑，这是一种与涂尔干以及其他实证主

义者完全不同的因果分析和解释模型。韦伯认为，对于人类个体的行动及其产物（如机器）而言，“若没

有论及意义的话，这样一个客体就全然无法理解”[11]（P24）；对于社会学这样“一个涉及行动之意义的
学科而言，‘解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义，他的行动所系属其中的意义关联”[11]

（P27）。
无论是以直接还是以间接的方式，韦伯的上述思想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质化研究方法的重要

理论来源或依据。按照这样一种全新的因果解释模型，导致某种社会现象产生或变化的原因，只能是通

过自己的行动建构这一社会现象的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义或动机，而不能是这些主

观意义或动机之外的什么因素。这并不是要否定行动者主观意义或动机之外的因素（行动者为达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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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所使用的手段或工具的物理化学等自然性质，行动过程所处的物理环境，集体行动过程中为协调行动

过程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或规范等）在行动或社会现实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而只是说这些因素最多只能

算作是行动过程的条件 [11]（P33），而非促使导致某些社会现象得以被建构出来的那些行动过程发生的
“原因”（因而也就不是导致这些社会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因此，寻找行动者在从事某项行动时赋

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动机，并将其作为此项行动以及社会现实产生的原因，用其来解释这些社会现

实的产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特殊任务。由于行动者主观意义或动机的内在性（内在于行动者的内心

世界）、模糊性等特征，这一任务不可能通过上述实证性量化研究的方法、只能借助于质化研究的方法

来加以完成。如韦伯所说的那样，“怎样才能使‘主观的’或‘有意义的’取向在实验上可能证明其存在，

即是今日的专家也不敢多言。这些社会动物心灵状态要想在有意义地去‘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把握，即

便设定为理想的目标，也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可能达成”[11]（P38）。
因此，在韦伯一类诠释社会学者看来，与上述实证性量化研究方法相比，诠释性质化研究方法的最

大优势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揭示社会现实产生和变化的真实原因。这也正是韦伯等诠释社会学或其他所

谓人文主义社会学学者极力倡导诠释性质化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与实证主义量化研

究方法相比，诠释性质化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一些局限。参照前面对实证性量化研究方法之特征的描

述，我们可以将诠释性质化研究方法的这些局限简要概述如下：

第一，主观化。由于坚持将行动者在从事某项行动时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动机作为此项行动

以及作为此项行动之结果的社会现实产生的原因，因此，深入到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内部去探索行动者在

从事某项行动时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就成为诠释性质化社会研究学者们的主要任务。需要特别强

调的是：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而非社会现象的外部特征，成为诠释性质化社会研究学者

关注的主要对象。

第二，非量化。与社会现象的外部特征不同，行动者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

精确地加以陈述，而只能用自然语言（甚至需要用行动者自己的语言）来加以陈述。因此，诠释性质化

研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一般都采用质化的概念和陈述来组织和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实证性

量化研究学者尝试采用实证性量化研究的方法来探索行动者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如在问卷调查

表中设置有关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但在诠释性质化研究学者看来，这种做法难免有时过于简单甚至

肤浅。

第三，个案化。相对于对社会现象的外部特征进行观察，对行动者的意义世界进行考察需要花费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联想人类学者对田野调查时间长度的强调就可明白这一点）。因此，在一个有限的时

段内，诠释性质化社会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通常都只能是一些个案研究。这种个案研究的成果虽然可以

像韦伯期待的那样比较深入地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真实的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结论却不具有概括性或普

适性，因而难以像实证性量化研究结果那样形成对事物状况、趋势和相互关系的一般认识。

三、社会科学解释的意义适当性与因果适当性

鉴于诠释性研究的上述局限，韦伯对理解社会学的探索并没有停留在上述层面。作为一个既受到

德国“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思潮影响、又受到法国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因而试图对这两种思潮加以调和
的学者，韦伯不能满足于上述因果解释模型可能具有的主观性缺陷。韦伯试图为理解社会学寻找一条通

往客观性的道路。

韦伯指出，由于以下的原因，我们对行动意义所作的诠释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首先，行动者可能隐藏

了许多不愿公开承认的动机和压抑，“或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

也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已”[11]（P28）。其次，一些在观察者看来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实际上
可能出自行动者很多动机的组合。即使经过了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可能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他。第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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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既定情境下的行动者，都经常会处于敌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但对于这些冲突的动机之相对强度，我

们通过单个个案的研究却往往难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掌握。韦伯据此认为，对于通过某次诠释性质化研究

的结果，我们不能轻易地加以接受，而是必须设法对它的可靠性加以检验。只有能够通过检验的诠释性

质化研究结果，我们才能加以接受；否则，我们就需要对其加以补充、修正甚至放弃。

那么，怎样对一项诠释性质化研究的结果进行检验呢？在从事实证性量化研究的学者们那里，科学

研究的程序至少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形成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因变量变化

状况的科学命题。完成这一步骤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归纳法，二是演绎法。如果采用前一种方式，就需

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或变量）进行客观观察，在获得必要的资料以后，再通过对观察到的资料进

行归纳分析（统计分析就是一种归纳分析），来考察我们所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哪些变量与我们要解释的

因变量有共变关系，它们之间共变的程度有多大，等等，据此形成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命题。

如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则需要先确定一些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基本理论前提（如公理、假设、分析性原理

等），再依据这些基本理论前提来推断哪些变量与我们要解释的因变量有共变关系，从而推演出可以用

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假设性命题。但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当我们据以形成了一个可以用来对因变量的

变化加以解释的科学命题之后，研究人员下一步应做的工作，就是要对这一解释命题进行验证。验证的

具体方法是用在其他时间、空间内后续观察到的同类经验事实去和之前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相对照，看从

之前通过归纳或演绎所得到的解释命题所演绎出来的事实陈述和后续观察到的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一

致，之前的研究结论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如果不一致，它就可能要被修正，甚至要被抛弃掉。

按照韦伯的论述，我们用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也是要经过这样一些相同的程

序。按前所述，当我们进入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里，获得了此人从事某项行动的主观动机后，即可以用

这一主观动机去解释此人在某时某地所从事的那项行动以及作为这项行动之后果的那些社会现象。和

实证性量化研究学者们所做的研究一样，此时此刻我们得到的正是一种与实证性量化研究领域中的科

学命题类似的东西，尽管在诠释性质化研究领域里人们可能不将这些研究成果称为科学命题（但其实

质与实证性量化研究中的科学命题却是相同的，即都是可以用来对引起研究对象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

的科学陈述）。而且，与实证性量化研究学者们面临的情境相似的是，对于这项诠释成果的正确性，到目

前为止研究人员也是不确定的。因此，韦伯认为，我们也需要对这类诠释性研究成果的适当性做进一步

的验证。而用来帮助我们判断此项诠释性研究成果是否具有适当性的具体方法，也与实证性量化研究

领域中的学者们用来检验其科学命题之正确与否的方法是一样的，即用在其他时间、空间内后续进行的

诠释性质化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去和之前同类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相对照，看从之前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

性陈述中可演绎出的行动结果和后续研究所得到的解释性陈述可演绎出的行动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一

致，之前的研究结论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如果不一致，它就可能要被修正，甚至要被抛弃。对此，韦

伯说：“一般说来，以结果来控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透过实际过程来验证，是不可或

缺的。”[11]（P29）他又解释说：“因果的解释意味着：根据任一可被计算的、在理想情况下可被量化的概
率规则，一个被观察的特定过程（精神的或物质的）会依序跟随（或伴随）另一个特定过程而发生。”[11]

（P31）
据此，韦伯提出，我们在用理解的方法得到一个诠释性研究成果之后，这个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被接

受，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要依据两方面的标准来进行，一个方面的标准是“意义的适当

性”，另一方面的标准是“因果的适当性”。所谓意义的适当性，指的是该诠释能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

人）的某项行动及其结果跟这个人（或这些人）从事这项行动时赋予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行为动

机）之间的因果关联揭示出来。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按照该诠释，一项行动中相互关联着的各个要素，

可以根据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模式而被确认为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或“正确的”意义关联。如果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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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该诠释就具有了意义的适当性。所谓因果适当性，则指的是该诠释所揭示的主观意义（或行为

动机）与行动及其后果之间的那样一类因果联系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反复地被观察到，两者

之间存在着涂尔干说的那种共变关系：有这么一个动机就必有那么一个行为及其相应的后果。如果是

这样，那么我们就说该诠释也具有因果的适当性。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事情前后序列的诠释，如果我

们根据经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便是‘因果上适当的’。”[11]（P31）如果一项诠释性质
化研究成果能够符合这两方面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说这项诠释性质化研究成果是一项正确的因果诠释。

韦伯说：“一项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

对其一切关联的有意义之理解。而对一个典型的行动（可理解之行动类型）所做的因果性诠释……既

可以在意义上适当地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适当（不论何种程度）地确认。”[11]（P31）对于一项行动的
诠释，我们如果不能最终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那它就是一种不适当的诠释。具体言之：一项未能在

意义关联方面得到明确阐释的经验规则，无论它所描述的过程被经验证实的概率有多高，它也始终只是

一个不可被理解的统计规则而已，而不是一项因果诠释；相反，如果一项行动在意义关联方面得到了明

确阐释，但这项阐释却始终未能得到经验资料证实的话，这项阐释就不能被认为是一项正确的阐释。

四、来自韦伯理解社会学的研究案例

韦伯以格律欣定律即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的诠释性研究为例来对上述观点加以说明 [11]。

当我们观察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我们会很想知道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采用

实证性的量化研究方法来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可测量的指标，如“劣币（在市场流通过

程中的）占有率”（用符号 Y 表示）等，用它来指涉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实际状况（经过一段时间后，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劣币占有率最终大于良币占有率，即意味着观察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之则不

然）。然后，像涂尔干研究自杀率那样，选择一定数量的样本，对样本中良劣两种货币使用者的各种可

以客观进行观察的外部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成员规模、生活所在地的市场经济发展水

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宗教归属、籍贯等）进行观察，然后

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对“劣币占有率”与从两种货币使用者那里观察到的各种经验事实之间的关系进

行分析。假定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对劣币占有率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是上述因素中的某

一个或几个（我们且用符号 X1、X2、……Xn 表示），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导致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X1、X2、……Xn。具体而言即是：因素 X1、X2、……Xn 每变化一个单位，劣

币占有率就相应地变化（提高或降低）b1、b2……bn 个单位。用统计学中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表示就是：

Y = a + b1X1 + b2X2 + …… + bnXn + ϵ。

如前所述，从理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这种按照实证性量化研究方式对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所

做的研究及其结果并没有探寻到导致这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真正原因。因为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

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现象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结果，导致这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

真正原因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构建了这一现象的那些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行动动

机。只有把握了这样一些主观意义或行动动机，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做出更为适当的解释。按照理

解社会学方法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就需要把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还原到个体行为的层面上，通

过对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某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相关行动者货币使用过程中的主观意义或行动动机

进行考察，来探寻可以合理解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考察，我们可能发现，这些行动者

都是一些具有高度目的理性意识的个体，他们在行动（包括货币使用过程）中总是要对行动的成本—效

¬ 400 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发现了一种有趣现象，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
必然退出流通（因为它们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将此现象称为格雷欣法则，亦称为劣

币驱逐良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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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进行计算，并且根据计算的结果来制定自己的行动决策。因此，当他们发现使用劣币和储存良币都能

够给自己带来更大效益时，储存良币、抛用劣币就成为他们最自然的行动选择。当几乎所有人都具有高

度的目的理性意识，因而都按这一策略行动时，作为众人个体行动的聚合效应，就涌现出劣币驱逐良币

这一宏观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因果形成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因果形成机制

按照韦伯的见解，上述按照理解社会学思路对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现象所做的因果解释，由于将劣币

驱逐良币这一现象视为无数个体行动者行动的结果，揭示了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行动动机与行动者的相
关行动（货币使用中抛用劣币、惜用或储存良币）及其宏观后果（劣币驱逐良币）之间的因果联系，从

而使我们对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现象的解释具有意义的适当性。然而，尽管如此，韦伯认为，上述解释虽

然“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行动之理性清楚地诠释”，但这种阐释的实际有效性（即实际生

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一定律所做的描述相一致）却并不能从这阐释本身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当中

得到证明。这一阐释的实际有效性只有借着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 [11]（P29）。虽然就劣币驱逐良
币这一现象而言，人们是在上述解释发现之前就已经观察到了相关经验事实，但如果没有上述具有意义

适当性的因果解释，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因果解释的需要就无法被满足。但如果这一具有意义适当性的

因果解释不能反复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那么它的正确性或因果适当性就依然得不到确认，因而“无论

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之理解而言，也将是毫无价值的”[11]（P30）。为了检
证上述解释是否具有因果适当性，我们就必须按照理解社会学的思路对不同时空范围内个体行动者的

货币使用行为进行更多的考察，以确定上述解释是否始终能够与实际观察到的行动后果相一致。在这

里，所遵循的原则与实证主义其实完全一样：如果上述具有意义适当性的因果解释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

围内得到确认，那么其正确性或因果适当性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韦伯指出，就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定律而言，大量的统计资料已经表明它对在特定情境和目的理性假

设条件下人类行动所作出的阐释常常是有效的。但也有不少的行动阐释难以得到或根本得不到经验资

料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阐释的有效性就难以得到确认，甚至始终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

韦伯在自己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经典论著中，实际上也正是以与上述方式类似的

方式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联系机制 [11]。韦伯首先陈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许

多欧洲国家里，资本拥有者、雇主、受过高等教育的熟练工人和现代企业中受过高级培训的技术或者经

营人员等代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换句话说，在代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的中产阶级人口和新教徒人口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实施与该主题相关的统计调查并用

量化方法来对调查结果加以表示，那就应该得出以下统计关系式：Y = a + b1X + ϵ。其中：Y 表示代表
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X 为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从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角度
来看，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有关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其主要指标为中产阶级人口的发展）的因果

解释：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新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新教徒比例越大，资本主义经

济成分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用量化术语来表示就是：新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每变化一个单位，资本主义

经济成分就相应地变化（提高或降低）b1 个单位。对实证主义量化研究者来说，在得到了这样一个统
计关系式之后，也就意味着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变化的因果解释模型。

然而，对于韦伯这样的理解社会学家来说，这种因果解释模型是不能作为最终的解释模型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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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变化与新教徒人口比例变化这两种客观现象之间的

相关性，并没有揭示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变化的真正原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这一

现象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有意义之行动的结果，导致这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真正原因也应该是通过自

己的行动构建了这一现象的那些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之上的主观意义或行动动机。只有把握到了这样

一些主观意义或行动动机，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具有意义适当性的解释，才能揭示导致资本主

义经济成分变化的真实原因。上述统计因果模型全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变化与相关个体

有意识行动之间的关联，因而首先就不符合理解社会学所要求的意义的适当性这一标准。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按照理解社会学的因果解释模型

来探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变化的真实原因。通过细致的分析，韦伯发现，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

新教徒比例这两者之间高度相关的主要原因是：新教徒（主要是加尔文宗教徒）所信仰的教义中所包含

的伦理原则所促成的新教徒个体行动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之间具有更大的亲和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

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这一因果关联如图 2 所示：

图 2 新教徒比例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之间的因果机制

这一因果解释模型，在韦伯看来，由于揭示了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行动动机（新教伦理）与行动者
的相关行动及其宏观后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因而具有了意义的适当性，是

一个比上述统计关系式更为适当的因果解释模型。然而，尽管如此，韦伯认为，上述解释也只是从西欧

的历史情境中探索出来的，其实际有效性（即实际生活过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一模型所做的描述

相一致）也并不能单纯地从其本身的明确性和可理解性当中得到证明。这一阐释的实际有效性也必须

借着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如果这一具有意义适当性的因果解释不能反复得到经验事实的证实，

那么它的正确性或因果适当性就依然得不到确认。为了检证上述解释是否具有因果适当性，我们也必须

按照理解社会学的思路对更多时空范围内个体行动者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

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论立场，韦伯才在上述对西欧研究之外，进一步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个

体行动者的宗教意识、行动伦理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韦伯发现，通过这些考察，

上述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因果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具有因果适当性，从而确认了

这一因果解释模型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

五、结语

总结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无论是实证性量化研究还是诠释性质化研究方法

都是既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实证性量化研究虽然具有数量化、客观化、普适化等特点或优点，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诠释性质化研究虽然可以为社会科学

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因果解释，但却也因其所具有的主观化、非量化、个案化特点而使其研究结果的客

观性、普适性相对较弱。如何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为社会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因果

分析模式，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韦伯倡导的理解社会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

试。这一尝试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综合提供了

一种富有启示的思路，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回顾、重估和反思。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韦伯的这一尝试就

毫无瑕疵，虽然这是将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结合起来的最佳方案或最终方案，但也只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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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对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回顾、重估和反思可能能够为我们思考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之

间的关系不断提供新的理论刺激和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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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Positivism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Hermeneutical Qualitative Approach: Weber’s Instruction

Xie Lizho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sitivism quantitative approa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quantitative,
objective and universal, but it also has a fatal shortcoming, i.e., i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On the contrary, the hermeneutics qualitative approach can
provide a good causal explan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the objectivity of its research results
is relatively weak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subjective, non-quantitative, and case-specific.
Weber’s sociological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positivism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the hermeneutics qualitative approach, provide a relatively reliable causal analysis model for social
studies.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ism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hermeneutics qualitative approach today.

Key words positivism quantitative approach; hermeneutical qualitative approach; Max Weber;
verstehende Sozi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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